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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組織成員透過智慧型手機工作時載具在網路社群進行知識分享以解決工作時所

面對的各種問題是提升工作績效很好的學習管道與方法，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

為架構，探討參與行動社群網絡知識分享之態度、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

圖之關係；並對公部門與私部門成員在此理論架構下進行測量恆等性之群組比較，

以了解二者是否有差異。本研究期望更深層了解在網路社群中知識分享行為相關

影響因素，並期待能在行動網路社群應用於工作或學習上有新的論述。 

  
關鍵字：行動社群網絡、知識分享、計畫行為理論、測量恆等性 

  

 Abstract 
Shar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staff to enhance job 
performance in many organizations. Although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in Knowledge Sharing has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aiwan,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issue of TPB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especially between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assumes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and 
intention, reference group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norm and intention, perceived information secur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intention. The study expects 
the deeper to realize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Also the 
study may have new exposition about the new technology used for work or learning. 
 

Keyword: Mobile Social Networks, Knowledge Sharing,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easurement In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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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組織成員間彼此的知識分享活動是提升服務效率很重要的管道，由於資訊科

技不斷地發展與演進，透過行動網路的知識分享活動已成為知識管理的重要工具。

近年來，受到國內外環境急速變動的影響，政府的施政與政策推動受到很大考驗，

而政府各單位本身所面臨的公務員退休潮、組織變革、人力精簡、流程改造等問

題更是雪上加霜；在私部門更是如此，公司的績效攸關組織的存活，公司的價值

如果沒有獲得顧客的認同就沒有訂單，而無法提供產品或服務，組織與員工將被

淘汰，面對如此大的環境衝擊及工作壓力，唯有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與績效才能

克服各種變化與問題，對於各種難題也就迎刃而解，而組織成員透過網路社群互

相的知識分享來解決工作時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是提升工作績效很好的學習管道

與方法(Kim & Lee ,2006)。 
運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進行知識分享的行為研究，以

Fishbein 和 Ajzen(1975)發展的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簡稱
TRA)及 Ajzen(1985)修正的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簡 TPB)為
基礎的探討已為趨勢，個人對知識分享的態度、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會直接影響

知識分享意圖，而間接影響個人採取知識分享的實際行為(Bock,et al., 2005)，過
去有關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理論之研究對象大都以企業員工為主，研究結果發現

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會直接影響行為意圖，間接影響實際行為

(Casimir, et al., 2012; Jeon, et al., 2012; Bock, et al., 2005)，而行動網路的崛起，對
於科技通訊載具的使用行為影響更為深遠，因此，這部分應用在知識分享行為意

圖與實際行為的關係情形，為本研究首要探討的問題，其目的在於了解知識分享

行為意圖、規範及行為控制對實際行為的影響；又過去知識分享行為的研究對象

多為企業組織，但公部門的研究尚少，Kim & Lee(2006)則發現不論是公部門或
私部門，其組織文化、組織結構及資訊科技會影響成員的知識分享能力，但公私

部門成員間在知識分享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是否有差異則未進一步探討，這是本

研究的第二個目的。 

 
二、文獻探討 
(一)行動社群網絡  

社群網絡是指個體的關係網，也就是個體在一社群中，與其他個體具有某

種特定連帶關係所共同形成的網絡；若以社群中的個體為點，點與點間為線，則

由線所連接點與點的關係形成的結構，即為社會網絡。個體也稱為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s），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組織團體 (Fischer, 1972) ，或者以更大範
圍的社群單位，所以社會網絡亦可指一組個體連接另一組個體（人、團體、事、

物）所形成的社會關係。至於點與點間所連接的線，可以是朋友關係，也可以是

生意關係、甚或敵對關係（蔡勇美、郭文雄，1987），不同的關係型態構成不同
的網絡架構（羅家德，2004）。「網路社群」是社群網絡的呈現方式之一，網路社
群的係將實體社會中的社區、團體概念延伸到網路上，網友可以依據各項宗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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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站中成立不同的團體，並藉此進行聯絡與溝通。而它最大的意義在於社群

網站利用人有與其他人產生互動、情感維繫以及得到更多資訊的需要，提供一個

虛擬空間，讓關心相同主題的使用者群聚在一起並且分享資訊。對使用者來說，

社群網站等於免費提供了一個虛擬的交流空間，讓有共同需求(無論是情感或實
質)的人可以很方便且無時差的擁有討論空間以及自由的資訊存放空間。另一方
面，社群網站也適度滿足了人們主宰及炫耀的心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成立網路

社團，而不需要任何金費或人脈，便可擁有版主、會長的頭銜。 
隨著 ICT 的不斷演進並普及於社會人群中，網際網路在社群關係中佔有重

要的影響地位，從過去的入口網站，演變為虛擬網路社群，到近來使用智慧型手

機的社群 APP，都是在社群網絡架構中不同關係型態的發展(Daly & Haahr, 2009)。
行動社群網絡即是因行動載具如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錶等應用於社

群網站或社群 APP 的連結與溝通，而成為許多科技使用行為研究的重要議題
(Chin & Zang, 2014)，本研究定義行動社群網絡為社群網絡成員運用手機或平板
電腦等行動載具(Mobile Device)的社群軟體相互連結和交談，並相互提供各種成
員所需的資訊或知識(Akhtar et al., 2015)。 
 

(二)知識分享 

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的基本要件，Quinn et al.（1996）指出知識分享是知識
管理最大的挑戰與困難，如果知識不能流動或與人分享，就無法發揮知識的作用，

勢必也失去價值（Hidding and Shireen, 1998），Tsai and Ghoshal（1998）也認為
知識創新或組織智慧資本的創造，須經過知識或資訊的交換與組合才能達成。因

此，組織成員相互分享及互動文化，是創造組織知識最大源動力。知識分享是有

價值的資訊移轉行為，是一種溝通的過程(Wijnhoven,1998)，Senge(1998)認為知
識分享是真正願意幫助他人發展新的行動能力的分享過程，Davenport & 
Prusak(1998)提出一個知識分享的公式：知識分享＝傳送＋吸收，認為分享知識
給他人不僅只是將知識分散出去及共同擁有此知識，還必須使整個組織都瞭解此

知識，視知識分享的過程為組織內部的交易行為，Nancy(2000)則認為知識分享
在於使人知曉(knowing)，將自己的知識分送給他人，與對方分享、共同擁有的
行為。 

由於知識是個人或群體學習經驗所累積的智慧資產，往往不會輕易的與他

人分享，除非是受到某些特定的情境因素的影響，才會促成其分享知識的意願。

Liebowitz and Chen（2001）建議瞭解知識分享的影響因素，是企業推動知識分
享活動的重要過程。Rycroft and Kash（2002）強調知識分享活動的落實，必須結
合現行的組織制度，如教育訓練計畫、獎酬制度、工作團隊設計、資訊科技配合

度等政策，才能促使員工願意與他人分享知識與經驗。此外，許多學者也一致認

為，知識分享文化的形成，是影響組織成員知識分享意願的重要助力之一（Lin and 
Lee, 2004; McDermott and O’Dell, 2001; Ryu et al, 2003），如組織成員對知識分
享的態度、高階主管鼓勵、組織文化等因素。而Kessels and Poell（2004）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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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網路是知識分享的關鍵媒介，組織成員必須經常藉由正式或非正式管道進行

溝通、互動與學習，在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過程中，互信程度、溝通能力、知識

吸收能力、知識回饋能力等議題，會對組織知識分享成效造成影響。本研究定義

知識分享是個人與個人間、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互動的過程，其模式分為外化、

內化、結合化、共同化，知識創新即為知識互動的結果(Nonaka & Takeuchi, 1995)。 

 
(三)行動社群網絡之知識分享 

行動社群網絡之成員透過行動載具或裝置的網際網路進行互動與資訊分享，

產生並吸收社群成員所創造的知識，這是行動社群成員知識分享的主要意涵，

Wasko & Faraj（2000）認為虛擬社群或社群網絡中的成員要對某些知識要有所需
求，其他網路成員對其需求提供其自身的知識，交流才會發生，若無人願意分享、

貢獻其自身的知識，知識分享也不可能發生；Armstrong & Hagel（1996）認為隨
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與發展，網路上的社群已成為主要的知識分享的平台；

Anderson（1999）指出在網路社群的知識傳遞與人際間實體的分享過程相類似，
因此，網路社群確實可以提供知識分享的功能，但不是僅有單向的傳播或宣導。

社群的知識可在具體的商業目的下創造、分享以及應用該產業的新知識。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知識社群能發揮內隱知識的傳遞和知識的創新的組織型
態。綜合以上所述，可將行動社群網絡的知識分享定義為知識擁有者與知識需求

者，透過行動載具中的社群軟體提供之平台進行互動，如討論區、資料庫、聊天

室或電子佈告欄等，將知識擴散、移轉、內化與創造的過程。 
在社群網絡中，知識需求者想藉由行動裝置之輔助在參與之社群中取得知

識，除了搜尋資料庫中過去文章外，也可以在社群中以張貼文章的方式向社群發

出知識的需求訊息(Chin & Zang, 2014)；同樣的，知識擁有者若欲分享其本身所
具備的知識，除主動張貼分享外，亦可透過回應知識需求者的文章來分享自己的

知識。因此網路社群常見的張貼與回覆文章的討論方式，正是知識分享的一種方

式，而這樣的知識分享程序不僅能解決知識需求者的問題，知識分享者亦能獲得

名聲與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在此可能長達數天的反覆討論的過程中，回答問題或

是尋找答案的網友，會持續對自己所參與到的知識分享議題進行訊息回饋，甚至

衍生新的議題，更重要的是由於行動載具的輕便性及可攜性，讓參與社群的成員

可以隨時隨地取得資訊或提供訊息，由此可見行動社群網絡的知識分享已成為網

站經營者不容忽視的課題(Daly & Haahr, 2009)。 

 
(四)知識分享之計畫行為理論 

近年來有關知識分享的研究有從 Wernerfelt(1984)的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 RBV）衍生的知識基礎理論(Knowledge-Based Theory, 
KBT)來說明組織的競爭優勢可以經由組織成員間、組織與組織間的知識分享行
為去維持與強化；或從 Blau (1964)的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強調個
人為了從組織中獲得更多的報酬，而且希望被接納，所以為能夠被接納，他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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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供團體成員某些報酬而發展出知識分享活動。知識分享的理論與觀點具有多

元性，也一直被廣泛的探討與應用，至今已影響相當多理論而且仍在持續發展，

儘管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已漸獲認同，但要組織間成員能無私有效的知識分享卻不

容易，其中成員的分享意願是最直接影響到組織績效；而有關個人知識分享行為

意圖研究，以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及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為基礎在個人知識分享行為的應用研究目前已
相當成熟。理性行動理論是由 Ajzen & Fishbein (1980)提出預測個人行為態度意
向之理論，其理論基礎源自社會心理學，主要探討態度、意向及行為三者間依存

的關係，理論指出，個人對某行為的態度可以從他對該行為的評估信念而得知，

而實際上採取某項行為的意圖乃個人對該行為的態度加上其對該行為的主觀規

範的共同結果(Ajzen & Fishbein, 2004)。Ajzen(1985)再另提出計畫行為理論，該
理論是由 TRA 演變而來，TRA 主要用來預測和瞭解人類的行為，由於 TRA 假
定個體對於是否採行某一特定行為是出自於完全自願控制，但忽略了使用者在倫

理道德上所作的決定，特別是個人特點被忽視，於是提出第三個元素：知覺行為

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為影響採取行為另一重要因素，計畫行為理論指
出，人欲從事某項特定行為時的意願，亦即意圖，是最接近行為的前身，因而被

認為是預測行為發生的最佳指標，計畫行為理論將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

制視為行為意圖的決定因子。知識分享的行為意圖是影響知識分享的主要因素，

而其意圖又受到個人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所影響。據此本研究認為

個人對知識分享的態度、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會直接影響知識分享意圖，而間接

影響個人採取知識分享的實際行為(Bock,et al., 2005)，過去有關知識分享的計畫
行為理論之研究對象大都以企業員工為主，研究結果發現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

行為控制會直接影響行為意圖，間接影響實際行為(Casimir, et al., 2012; Jeon, et 
al.,2011; Bock, et al., 2005)。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與架構 

Ajzen(1985)認為於理性行為理論加入第三個變項「知覺行為控制」，應可更
完整地解釋個人行為，因此發展出以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來分析行為

意圖與實際行為的計畫行為理論。理論認為行為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行為意

圖受行為態度、主觀規範或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而變數之間的關係則會因行為、

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又在此架構下行為意圖在知覺控制行為與實際行為有中

介的作用，依此理論提出假設1至假設5，研究架構如圖1。 

假設1：行為態度會正向影響知識分享行為意圖。 
假設2：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知識分享行為意圖。 
假設3：知覺控制行為會正向影響知識分享行為意圖。 
假設4：知識分享行為意圖會正向影響知識分享行為。 
假設5：知覺控制行為對知識分享行為的影響，知識分享行為意圖具有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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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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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研究架構圖 
無論就實務或理論而言，公部門與私部門管理的異同相關研究一直備受觀

注。許多學者認為部分理論對公私組織活動與管理過度簡化的區分(Bozeman, 
1987)，也很容易造成錯誤的刻板印象。有關兩者相同與差異的爭論持續不斷
(Allison,1979)，較早的文獻集中於探討兩者的不同，近來的文獻則偏重於研究其
相似處(Knott, 1993)。主張公共管理與企業管理不同者，認為兩者的價值體系與
意識型態所組成的知識與情緒基礎皆不同；另一方面，主張公私管理相似者，認

為無論公共組織或私人組織皆需要相同的管理功能與技術，學者們從管理者所面

對的內在特徵與外在環境限制分析，發現很不容易對公私管理做出一條明確簡單

的劃分線(Yates, 1985)，在組織學習及知識分享相關研究中所使用的衡量構面及
變項確實有很多相同之處，然從組織、社會及財務等觀點來看，二者仍有所不同，

如組織目標不同，公部門以公眾利益為目標，企業以公司及股東利益為主，二者

的目標範疇不同；社會對於二者的期待亦不相同，公部門要顧及民眾所有的食衣

住行，企業以消費者或顧客滿意為主；在經費預算上，二者處理的方式亦不同，

在不同的組織與環境背景下，成員的知識分享行為是否有不同，為本研究想了解

的。 
知識與資訊的分享能力一直是公私部門認為員工所需具備的重要能力。過

去的研究指出資訊科技與組織脈絡對員工的知識分享意願及知識分享能力有重

要影響，知識分享能力愈高或知識分享意願愈強對於提升組織績效的正向影響力

愈高(Kim & Lee ,2006)。過去探討知識分享計畫行為理論較偏向單一群體的研究，
而且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企業組織的員工(Casimir et al., 2012; Jeon et al.,2011)，
公部門的相關研究較少，又對於公部門與企業組織在知識分享的行為比較就更少，

Hagger ea tl.(2007)曾以TPB為架構探討英國、愛沙尼亞、希臘、新加坡、匈牙利
等5個國家的學生在參與體育活動之行為並進行5國的群組比較，有關模式的群組
比較；Cheung & Rensvold(1999)提出檢定的方法應有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之對等
性(或恆等性)驗證，以了解各群組在各參數計畫是否有顯著差異，據此提出測量
對等性的假設(假設6至假設9)、結構對等性的假設(假設10)、因素平均數比較的
假設(假設11)。 

假設 6：公私部門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模式具有相同的潛在變項
及相同數目的觀察變項。 

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 行為意圖 知識分享行為 

知覺行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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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7：公私部門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模式具有相等的因素負荷
量。 

假設 8：公私部門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模式具有相等的截距。 

假設 9：公私部門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模式具有相等的測量誤。 

假設 10：公私部門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模式具有相等的因素變異
數與共變數。 

假設 11：公私部門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計畫行為模式具有相等的因素平均
數。 

 

(二)研究工具與變項 

整個行為計畫理論包含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實

際行為等 5個變項，行為態度(Attitudes)指的是，因此本研究 5個變項之衡量

題項主要參考 Ajzen（1985, 1991, 2002）所提 TPB理論架構而來，問項內容再參
考 Casimir, et al.(2012)、Jeon, et al.(2011)、Bock, et al.(2005)等學者所發展的知識
分享意圖問卷分別有 5題、3題、3題、4題及 5題問項。 

表 1 變項定義與量表參考來源 

變項 操作型定義 量表參考來源 

行為態度 行動網路社群使用者對知識分享

行為的評價 
Ajzen（1985, 1991, 2002）、
Casimir, et al.(2012)、Jeon, 
et al.(2011) 、 Bock, et 

al.(2005) 
主觀規範 行動網路社群使用者知識分享行

為時，感受到來自其他重要關係

人的壓力 

知覺行為控制 行動網路社群使用者從事知識分

享行為時，對於所需機會與資源

的控制能力 

行為意圖 行動網路社群使用者想要從事知

識分享行為的主觀意願 

知識分享行為 知識分享參與者透過行動網路社

群平台的互動機制，如討論區、

資料庫、聊天室或電子佈告欄

等，將知識移轉、內化與創造的

互動過程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將採用結構型問卷型式，依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將問卷分成

11 個部分，包括個人基本資料及服務單位資料、知識分享之行為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實際行為。第 1部分服務單位與個人基本資料，
包括服務機關性質(公私部門或產業別)、員工人數、受訪者的職級、年齡、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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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2部分到第 11部分則以 Likert七點計分(由 1至 7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
同意)來衡量。 

為使問卷中各構面之操作型定義符合理論的精神並適合受訪者填答，在實

施問卷調查前將先邀請公共行政、資訊管理及人力資源相關學術及實務專家組成

內容評鑑委員會，讓所有委員針對每一衡量問題作評鑑，請其提供問卷內容之文

字邏輯、語意及文句修辭等相關意見，並界定每一題項在所屬的變項或構念中為

「必要」、「相關但不必要」、「不相關」或「語意含糊」，再求出每一衡量問題的

內容效度係數(Lawshe, 1975; Aiken, 1980, 1985)，以提升問卷內容效度。此外，
在正式問卷施測之前將先進行前測，前測之目的在於發覺問卷初稿在題目題意上

的問題，避免正式問卷發放時，因問題語意不清影響受測者產生誤答的情況，造

成問卷信度與效度不良，前測對象以公私部門熟悉行動網路社群 App 的同仁為

主。 

 
(四)研究對象與資料收集 

過去 Kim & Lee(2006)也曾對公私部門在知識分享能力進行過調查研究與比
較，二者在知識分享能力所涵蓋的構面加權比重不盡相同，本研究參考此比較方

式，同樣地將研究對象分為公私部門兩群體，須分別進行調查，並擬分二階段調

查，進行同質性比較與檢定，以確認不同來源資料是否一致。第一階段部分，公

部門機關以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與各縣市政府為調查主體，目前公部門機關約有

近 600個 3級以上平均人數約 30人的機關，將隨機抽樣 50至 60個機關，並請

每個機關提供 5至 10位有使用行動網路社群的員工為調查對象，使樣本數能符

合 SEM統計分析基本要求為考量(Kline,2011)；為了增加樣本之同質性，以降低
其它背景因素的干擾，私部門則以企業公司為調查主體，考量公部門的工作特質，

私部門擬聚焦在服務業，又台灣目前產業型態大都是中小型企業，請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協助提供受訪公司名單，同樣地就公司名單中隨機抽樣 50至 60家公司，

請公司提供 5至 10位有使用行動網路社群的員工名單。第二階段調查係就第一

階段未回覆的員工擬再次通知與提醒，再重復第一階段的抽樣方法進行調查，以

能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調查結果進行比較。 

 
(五)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蒐集後採用的分析方法，係根據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分成基本資

料分析、信度及效度分析、研究假設驗證三部分。基本資料分析即問卷第一部分

服務單位與個人基本資料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服務機關性質、機關員工人數、

受訪者的職級、年齡層、學歷等各項目的樣本數及百分比。在信效度分析部分，

本研究問卷設計先經由內容評鑑委員會評鑑，以內容效度係數進行篩檢，使本研

究問卷具有基本之內容效度；另外於實施問卷前測後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

信度部分，將以各問項所屬的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高低來判斷，
一般因素負荷量建議值大於 0.7(Nunnally, 1978)時才採用，並以 Cronbach’sα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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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各題項與整體之相關係數(item-total correlation) 進行比較分析，將問卷當中
不具內部一致性的題項予以刪除，以求提升問卷的信度及衡量問項之品質，以發

展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回收後，為了解測量結果的穩定性及評鑑模式的配適度，採用結構

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簡稱 SEM)來進行驗證(Hair et al.,2010)，
SEM包括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及結構模式(Structure model)。有關測量
結果穩定性部分以測量模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方法驗證，Bagozzi & Yi(1988)提
出三種信度類型：(1)指標信度（indicator relibility）：係指欲衡量研究變項所解釋
的衡量變數間的變異比率，係為衡量變數對潛在變數的因素負荷量的平方，為個

別衡量變數對潛在變數的解釋能力，合理值須大於 0.5。(2)構念信度或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係反應衡量同一構面的指標間的內部一致性，類似於
Cronbach’s α，合理值須大於 0.6。(3)變異抽取估計(variance extractedestimate)：
相對於量測誤差的變異，能為潛在變數所解釋的變異量，合理值須大於0.5(Fornell 
& Larcker, 1981)。關於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收歛
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則是由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各研究變項的因素負荷量
的 t值加以判定。至於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可將兩兩研究變項的相關
係數設定為 1，然後再進行限制模式與未限制模式的卡方差異度檢定(Jöreskog & 
Sörbom,1979)，若限制模式的卡方值較未限制模式的卡方值為大且達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時，則各研究變項間具有區辨效度。在建構效度部分，以驗證式因素分析

為主，Thomopson (2004)提出 SEM 研究人員在執行分析結構模型之前，應先分
析測量模型，因為測量模型可以正確的反應研究的構面或因素。本研究的 CFA
測量模式變數縮減根據 Kline (2011)的二階段模式修正，在執行結構模型評估前
先檢驗測量模型，如果發現測量模型配適度是可接受的，那麼再進行第二步驟，

進行完整的 SEM評估。在進行各變數關係結構模型的檢驗前，必須先了解整個
模型是否符合多元常態，及各個題目及構面的偏態及峰態是否符合單變量常態，

及多元常態(Multivariate)檢定 c.r.值為是否低於 Kline(2011)建議 5 以下的值，如
不是且無特別的極端值存在，在考量非多元常態可能造成卡方值膨脹與違犯估計，

將採用 Bollen & Stine(1992)所提的 bootstrap方法解決。 
另外問卷調查可能有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ous; 簡稱 CMV)或

方法同源之問題，因為以自陳式量表蒐集單一受測者的認知資訊，極可能導致

CMV的偏誤，CMV可能會不當地膨脹，也有可能減弱各變項間的關係，致使統
計上的顯著性增高或降低，而影響假設之成立或拒絕，避免共同方法變異的方式

可分為事前預防與事後補救兩類，事前可在問卷內容上加以設計，如將各問題隨

機編排，或加入 1至 2題非相關問題，或將各測量變項問題中加入 1反向問題。
事後補救部分，本研究將參考 Podsakoff & Organ(1986）所提之建議以 Harman’s 

單因素檢定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進行研究變項共同方法變異的檢定，
Harman’s 單因素檢定法的基本假設為，當一個主要的因素可以解釋所有變項間

的多數共變異數時，則表示變項間存在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亦即把所有變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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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起作因素分析，在未轉軸情況下抽出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看其總共的
累積解釋變異量，然後再看第一個因素的解釋變易量，若此因素的解釋變易量解

釋了自變項和依變項的主要變異量，則有 CMV 的問題存在(Podsakoff et al., 
2003)。 

在中介效果及調節效果的驗證部分，檢定中介效果是否存在，過去大都採用

Sobel(1982)所提間接效果法(indirect effects)進行 z≧∣1.96∣的檢定，但因中介效
果通常不符合常態分配或僅是簡單的 z 檢定不代表一定顯著，Mackinnon(2008)
建議利用 bootstrap 方法重新估計間接效果的標準誤及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 CI)，如果間接效果的 CI不包含 0且 z≧∣1.96∣即中介效果存在，本
研究參考 Hays(2013)的建議進行 2,000次 bootstrap的方法進行檢定。調節效果檢
定則參考 Baron & Kenny( 1986)提出的方法，將各調節變項分二至三群組後，利
用 fisher z值進行群組的檢定，如結果 fisher z值大於 Baron & Kenny(1986)建議
的 1.96值即確定具有調節作用，並檢定調節變項與自變項的交互作用是否顯著，
再判斷群組的調節情形。 

 
四、結論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今日公布 2014 年「台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結果，2014 年調查顯示無

論行動 上網或區域上網，連網設備的排名皆以智慧型手機為首，平板電腦次之，

筆記型電腦再 次之。行動社群已為全球銳不可擋的網路潮流，相關行動應用程

式的開發，滿足了網路 社群即時互動的需求，加上行動網路速率升級與智慧型

手機功能的革新，締造 行動社群經濟發展的良機。主要作用是為一群擁有相同

興趣與活動的人建立線上社群。這類服務往往是基於網際網路，為用戶提供各種

聯繫、交流的互動通路，如電子信件、即時訊息服務等。此類網站通常通過朋友，

一傳十十傳百地把網路展延開去，就像樹葉的脈絡，華語地區一般稱之為「社群

網站」。多數社群網路會提供多種讓使用者互動起來的方式，可以為聊天、寄信、

影音、檔案分享、部落格、討論群組等。社群網路為資訊的交流與分享提供了新

的途徑。作爲社群網路的網站一般會擁有數以百萬的登記用戶，使用該服務已成

為了用戶們每天的生活。因此不論公部門或私人企業皆應重視員工會在這波潮流

中大量使用行動網路社群，如何將此趨勢運用在組織的知識與工作中，知識管理

與成員間的分享行為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因本研究尚在進行中，後續仍有一

些問題待解決，擬就本研究可能之限制與預期成果說明如下：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調查對象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行政院所屬中央部會暨各縣市政

府之公務人員，第二部分為我國中小企業服務業公司，在個人本身對於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電腦等科技作業系統的先備知識或使用熟悉度等未考量在內。由於時間

及成本考量，本研究仍有些限制 

1. 雖然本研究屬橫斷面的資料調查，對於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或其他外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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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確認因時間與成本限制，難以利用縱貫調查研究或進行實驗設計去

驗證。 

2. 在樣本選取上，公部門只選擇行政院所屬機關人員進行調查，在推論上
是否能及於所有公部門機關如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等或不

同工作性質之公務同仁；同樣地，私部門只選取中小企業中的服務業，

對於推論至其他產業等，仍會受到抽樣方式及人口統計因素所影響。 

3. 本研究主題在探討，惟有關影響個人學習的因素及層面非常廣泛且複雜，
包括個人的動機、風格、情境以組織各項制度、文化與結構等，因研究

過程可能會有上述這些變項干擾，或施測時受訪者本身及外部環境的影

響，也會影響研究結果，因此不利於變項的選取與控制。 

(二)預期貢獻 
1.理論貢獻 
SEM已為學術上廣泛應用的統計技術，諸多研究人員應用 SEM來建立模

型，企圖了解變數與變數之間潛在的意義，藉此建立估計及檢定假設關係，進而

搜集資料加以驗證。國內外的知識分享研究大多用 SEM來發展及檢定模型是無
庸置疑，但對於用它來比較競爭模型與資料的配適程度，相對的使用上較少，另

外以群組概念來驗證知識分享計畫行為理論量表的恆等性，這部分的 SEM統計
分析在國內也少有研究，因此本研究開拓了知識分享在 SEM的應用範圍。 

2.實務貢獻 
參與行動網路的知識分享可以加速解決問題與提升工作績效，進而提高對

民眾或消費者的服務品質。不論政府或公司都應採取開放的態度，讓各種非機密

性資料公開出來，提供大眾互動與體驗的管道，有系統的朝開放資料(Open Data)
的方向發展，以運用公眾的創意智慧並共同思考，集體發揮創意以解決問題，使

更多人願意在網路社群中進行知識或資訊的傳遞與交換。在資訊安全方面，除了

應持續強化資訊安全措施，更應就各電子服務資料隨時更新，使行動雲端服務可

以在順暢安全的環境下運作。對於公務人員或企業員工在科技應用的訓練發展須

有完整的訓練計畫及配套措施，加強其在科技應用的能力，如檢索、蒐尋、整合、

安全意識及趨勢分析等專業知能，讓員工能與各種民眾或消費者接觸的層面能更

深化，而能提供優質的服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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